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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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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

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

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

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

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

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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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has

formed the order logic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county governance and gentry governance". During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he increasingly deep imperi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f the mod-

ernization wave prompt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create a large-scale system reform

starting with the New Deal，which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Under this great social background，the abolishment of impe-

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rise of new learning in the reform process of "New Deal" directly interrupted the

conventional succe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gentry and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gentry class. The change of the

gentry class deconstructed the super-stable "county governance" order in the imperial era，and caused the

first systemic crisis in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since modern times，which was embodied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civilian ruling elite，the rigidity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l，and the "infolding of state power". Rural

governance crisis call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der，but also breeds the occurrence of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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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天下安。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乡村的治理。乡村治理，

即“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①尽管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率不断提升，但乡村仍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其治理效果直接

关涉国家治理的成败。因此，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需大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然而，当前

中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治理危机。要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系，需要考察与反思中国传统，尤其是

清末民初乡村治理的变局。正如诺斯所言：“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

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都是由过去所

形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②其实，“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

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③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文明的楔入打破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

宁静，乡村社会遭遇“古今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国时期“县政绅治”乡村治理结构的坍塌与乡绅阶层的

流变，则是这一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从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中乡绅阶层的结构

与功能切入，以探求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重要影响等。

一、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国家，中国素来重视乡村社会的治理。一般来说，受不同时代、具体环境、风俗文

化等影响，国家总会选择不同的乡村治理结构。其中，国家管理者的治理理念、地方精英的利益追求、广

大乡民的自主意识等因素相互交织融合，型构了乡村治理结构的生成机理。自早期国家诞生到清帝国

覆灭，中国基本处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中国素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的大一统观念。滥觞于秦皇一统中国时期，为了促进皇朝的延续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帝国统治者不

断在探索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这种社会治理结构既要能够方便征敛赋税以保证国库满盈，束缚

乡民流动以降低管制成本，又要能够在非常时期快捷动员民众以回应频繁战事等。因此，正是在这样的

大历史背景下，满足帝国统治要求的“县政绅治”制度就被发明出来。

早在秦、汉时期，为了在辽阔的疆域内开展有效管理，秦朝将全国划分为郡、县、乡三级。在国家基

层，以官派乡官为主，郡县的地方事务必须上报、请示中央。郡县制的设计原则，体现在以县统乡、以乡

统亭、以亭统里，即“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汉书·百官公卿表》）换言之，为了管

辖辽阔的疆域，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一直延伸到乡村，基层治理实行类官僚统治的乡（亭）里制。然而，封

建政权对农村的整合控制能力有限，而直接抵达村社的帝国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撑，这

成为皇朝政治的难以承受之重。既然传统国家正式权力不能在场，政权机构只到县一级，那么帝国时代

主要凭借什么力量来治理乡村呢？“自唐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实行‘强干弱枝’，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

央，地方和基层权力弱化，乡村社会实行官民合治的保甲制。”④换言之，自宋朝起，正式的国家权力只设

到县一级，县以下不设列入官员编制的属吏，相关职位以“衙役”“师爷”“胥吏”等职役充任，乡村组织不

再是国家基层政权。“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和“乡绅自治”，由地方上的精英与县府共同治

理⑤。因此，“县政绅治”结构实质是一种“双轨政治”，即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两条平行的轨道进

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它以皇帝（君主）为中心建立一整套的官僚体系，由官员与

①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地方财政研究》2007年第3 期。

②［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③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④徐勇：《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⑤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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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到达县这一层；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

治理，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①。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除了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

政治组织外，还有体现绅权的绅士阶层、象征族权的宗族组织，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超稳定的乡村治理

体系。其中，宗族组织主要以士绅为核心，是士绅进行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这两大民间权力支柱的权

威并不经由中央授权，其所维系的支撑力量主要来自于乡村社会，并与乡民形成一个较稳定的乡村治理

体制。

乡绅，又谓之绅士、缙绅或士绅，该称谓经由费孝通、张仲礼等学者的论述被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同。

“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②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绅士、缙

绅都可谓之乡绅。作为宗族组织的核心，乡绅是中国帝制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活跃于传统基层社会的

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阶层。关于乡绅的类别，学者赵秀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即离退休官僚、暂居乡

里的官僚、担任乡里组织领袖者，以及是定居乡里的自由绅士③。就乡绅来源来说，乡绅既是隋唐以来科

举制的产物，耕读在乡村，是“一群特殊的会读书的人物”“居乡之士”④，关心乡村事务，并被乡民所崇敬

的公共权威；乡绅又是一种帝制时代独特权力结构的产物，“拥有着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并因此产生

了一种‘非正式权力’”⑤，是“在野之官”⑥。传统乡绅的资格是明确的，“至少是科举及第的人才能有进县

和省官衙去见官的特权，这就赋予他作为官府与平民中间人的地位与权利。”⑦因此，帝制权威必须通过

保甲制度与乡绅阶层的有效结合才能抵达乡村，这种独特权力结构被费孝通称为“权力双轨制”，一方

面，皇权凭借科举制的甄别与选拔，获得管理国家与治理百姓的官员，并通过层层派遣官员，建立从中央

到地方的官僚系统，形成“自上而下”通达县域的权力结构，即皇权不下县；另一方面，既然政治权力结构

只达县一级，则县以下的权力是委任给县官的，“这不仅是儒学政治思想中限制皇权的意识形态，也有传

统社会的一个客观限制（空间距离）的结果，空出来的县以下的统治‘空间’在历史中发展形成了地方自

治的社会，士绅在官府和地方自治社会起着中间人物的作用”，如此形成的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政治轨

道”⑧。其中，乡绅承担着“官民中介”的角色，“这个历史过程决定了绅士（士绅）以后在社会结构中的地

位。他们本身并不企图夺取政权，而是在帝国朝廷的宽容下屈服，求得安全”⑨，并维持了二元权力结构

的相对平衡。据费正清计算，“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有4亿多人口的中国，皇帝任命的官员不足2万人，但

却有大约1.25亿参加科举考试有功名的乡绅”，所以“在那个时代，皇帝任命的地方官员都要与当地的乡

绅合作才能完成行政的任务。”⑩

乡绅之所以能在“权力双轨制”中扮演“官民中介”的角色，主要源于政治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赋予

其相当的身份、地位或特权等。乡绅常常能够“整合乡村中的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宗族力量、道德力量

和各种社会资源，并利用这些合力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有学者描述乡绅的派头:“前辈两榜乡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75-293页。

②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③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④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⑤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6期。

⑥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⑦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6期。

⑧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⑨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

⑩ Fairbank, Johnking. China: 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06.

􀃊􀁉􀁓林文勋、张锦鹏：《乡村精英·土地产权·乡村动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

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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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出入必乘大轿，一如现官体统。盖用锡顶，异于平民也。”①甚至，身份较低微的生员在乡村社会也享

有乡民没有的特权或威严。在传统社会里，绅士的地位或特权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

得的。其中，“学品和学衔都是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后取得的，这种考试是证明受教育者资格的正式方

法，即‘正途’。”②当然，还可以通过捐纳等“异途”获得学品、学衔，不过其社会名望、实际权势较低。传统

乡绅阶层居于乡间生活的中心，在地方上垄断地位、名望、文教、经济等资源，具有经济、管理与文化优

势，是拥有某种权力的魅力型人物。传统乡绅阶层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大都胸怀造福乡梓的抱负，承担

诸如开展捐助活动、掌管乡村教化、维护社会治安、裁决民间纠纷、兴修公共工程、弘扬儒学价值观等公

共事务。尽管乡绅是皇权在基层的延伸，是封建礼教文化的代言人，协助皇权在基层的运作，维护着乡

村礼治秩序，但作为地方领袖，乡绅常常代表村落共同体利益，抵制来自政府的政令，以保护基层不受国

家的过分渗透与侵入。总之，在“县政绅治”的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乡绅承担着“官民中介”的角色，成

为帝国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权威主体，乡绅是国家与地方政治链接的要枢。在乡绅权力下的每个

家族村落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官府与乡绅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已达成一种默契，即乡绅有配合官府

治理乡村的义务和责任”③，乡绅既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与皇权稳固，又要实现乡村社会自治，促进国家

统治权、乡村自治权的融合，使得清末民初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乡村社会呈现出稳定、和谐、安宁

的治理境况。

二、清末民初科举之废与乡绅阶层的流变

早自19世纪40年代，现代文明的楔入已经打破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宁静，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

根本性扭转，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轨迹与治理境况。尤其是，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

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

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其中，“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

的常规继替，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而定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完善于明清。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内容，是

帝制时代儒家正统思想与皇权结构相互支持的国家选拔精英人才制度，有利于意识形态教化与促进传

统社会阶层流动。通过科举考试，“学而优”的士子可以步入官僚系统、立于庙堂之上；就算士子不能入

仕，也可凭借读书人身份成为士绅，在乡村里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权，开展乡绅治理。“二者巧妙地

运用，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统一阶层的支配”④。尤其是，以科举“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⑤的绅士阶层，

九成以上“沉积”于乡村社会⑥。虽然绅士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特权，但同时也承担着诸如公

益、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等职责⑦。作为地方领袖，乡绅除了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他们作为地方共

同体利益的维护者，甚至会批评与抵制朝廷对于乡村社会的过度捐税，以维持一个相对独立、自治的乡

村社会。因此，科举作为教育、选士和选官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奠定了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⑧。

①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7页。

②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

1页。

③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④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

⑤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2）》，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第222页。

⑥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⑦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6页。

⑧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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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超稳定的乡村治理结构，正如秦晖等学者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

理，伦理出乡绅”①。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达，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成为官府笼络和控制

士人的有效途径，也造就一大批乡绅阶层活跃于乡村治理，其治理能量源自于科举制所带来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特权，使之有资格、有能力游走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中国科举制度，实质是一种独特的传

统社会整合与凝聚机制。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到西方工业文明日趋严重的挑战，传统社会面临“千古

未有之奇变”。西方列强的频频侵略、清朝军队的屡屡败退，清廷上下迫切希望变革科举制度以培养精

通西学的人才。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绣莹奏请朝廷，建议在生监岁科试中增设算

学科目，清廷同意并议决“明习算学人员准予科甲出身”，标志着中国科举学制的首次变革②。经过庚子

之败、辛丑赔款的“国耻”后，帝国危机更加深重，于是清廷上下、社会舆论将科举制作为抨击的焦点。

1901年1月，清廷决定准备除旧布新、整顿政务，清末“新政”的大幕被拉开了。1901-1905年，朝廷陆续

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进行行政机构大改革并废除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并开

放党禁（1904年）; 军事上“裁撤旧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取消旧式武举制，改造整个兵制，在各省办武备

学堂，培养新军军官，在北京成立练兵处，拟建新军三十六镇”; 文化教育方面，“先是废除八股文章，改试

策论，设立西式学堂，推行新学，后于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制定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校行政管

理规章。”③由于辛亥革命的速度，跑赢了清末新政的力度，清末“新政”中能真正付诸实施，并产生深远影

响的是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这一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对于中

国社会以及身居其间的中国人而言，都意味着一场牵系极多的巨大变化，严复先生称其重要，“直无异于

古之废封建、开阡陌”④。科举制度因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其废止作为一项制度改革，在中国近代社

会变迁史的叙事中极具典型意义。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子的历史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所谓“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

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

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⑤。对于这种“丧失

感”，乡绅的体会应该是最为感同身受的。一方面，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科举之废斩

断了儒学与政治权力的联系，中断了乡绅阶层法定仕进之路，功名、学品、学衔等不再具有法律依据，进

而乡绅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等也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科举制将读书与为官入仕勾连起来，是士人

向官僚阶层进发的上升途径，使“学在官府”体制得以维持和强化，促进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

合。根据潘光旦、费孝通先生对近九百个进士的一项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一半进士的家庭来自农村⑥，

拥有功名出身，成为朝廷的后备官员。科举之废，阻隔了士人“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流动，士人面对功名

仕途的渺茫，常常怀着失望、愤恨的情绪，甚至成为帝国统治的“掘墓人”。正如萧公秦所言，“在科举废

除之后，都市中与各省充满了大批因无法就业而对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处于游离状态

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革命的情绪也最容易在这一富有理想而又

在现实生活中备感绝望的处于‘游离态’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⑦

①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②王先明:《近代新学: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2页。

③林其泉：《评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④严复：《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上），三联书店，1977

年，第367页。

⑤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⑥［美］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⑦萧公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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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科举之废，也使乡绅再产生机制断裂，中断了传统乡绅阶层的常规继替，使以功名为标准

的传统乡绅阶层丧失候补来源，并带来乡绅阶层的流变。

一方面，科举之废堵塞了由绅而官的便捷桥梁，乡绅遭遇着丧失地方治理公共权威的地位。权威是

“提供必要的贡献使个人能够获得他人对他的要求的服从。”①乡绅的权威源于其通过法定特权保护宗族

和地方利益，并防御、抵制国家权力过度侵夺乡村而获得的地方认同等。诚然，乡绅一旦丧失政治、经

济、文化等一系列特权，就不能在乡村治理中“提供必要的贡献”，不再能提供保护，进而难以获得乡民的

尊敬与服从。

另一方面，科举废除后，新学堂的兴起使受教育者大为增加，如1907年，新式学生数即达1024988

人。此后仍每年净增30万，至1909年时竟达1638884人②。然而，新式学堂不仅数量极少、主要集中于

城市，学费还比较昂贵，将不少下层乡绅阻挡于校门之外。因此，“农村中比较有智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

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③乡绅为寻找新出路不断外流，或转入新学，或参

加新军，或投身工商业等，“轻去其乡的现象已一天比一天流行”④。

随着那些有文化、能适应社会变化的乡绅向城市流动，使曾经控制基层政权的乡绅阶层丧失了再生

产的能力，“县政绅治”的乡村治理结构也在乡绅阶层的流变中不断被侵蚀。由此，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相

对稳定的乡绅阶层开始瓦解了。当然，原有的乡绅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还需一段时日。根据学者张仲礼

基于一些地方县志的记载、考证与推断：80名考生获得生员这一特权地位时的平均年龄为24岁；生员死

亡年龄为57-58岁。由此，生员获取功名成为士绅后至其死亡时，绅士生涯的平均年份为33-34年⑤。

如果1905年考取生员的最后一届士子年龄为24岁，则可推断其死亡大致在1938-1939年，而年龄较大

的士绅可能更早去世。因此，以功名的获取为主要标志的传统乡绅阶层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基本

消亡了。

三、清末民初乡绅流变与乡村治理的危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广大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

海，传统社会城乡文化趋向一体化。甚至，“直到近代……在中国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

社会的大传统产生分离。”⑥然而，清末民初乡土中国政权结构的最大变局是，科举制度本身的衰败及被

废除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乡间精英遭受沉重的打击而走向分化，为寻找新出路不断外流。这就

彻底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

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

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危机，首先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传统乡村社会既有的一套秩序逻辑和

治理模式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外来的力量要想介入传统乡村社会需要通过乡绅这一“官民中介”。帝国

崩溃、皇权瓦解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民国时期政府深入基层，实行“新县制”，推行保甲体系建设，目

①［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

②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③［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8页。

④潘光旦：《潘光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71页。

⑤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

103-106页。

⑥［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刘敬坤、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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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榨取基层的税收。这种国家权力的下沉，不仅与传统乡绅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也直接损害其权威

与利益，势必遭到乡村社会的抵制与不合作。然而，在急遽变动的乡村秩序中，乡村精英大量流失，乡绅

阶层严重分化，“部分乡绅顺势转变成新兴的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不少乡绅则陷入堕落，由失落、愤

世到玩世不恭、不负责任及利己主义泛滥。更有甚者则从传统的‘社会精英’蜕变为土豪劣绅，横行乡

里”①。传统士绅的退出，使乡村社会缺失“利益代言人”，豪强、恶霸、痞子等边缘人物开始占据乡村底层

权力的中心，他们既不是乡民利益的保护人，也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教化者，他们常常为了完成政府的

税收榨取而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汲取与控制。在乡村社会的权力中心，从乡绅分化出来的劣绅，“利用职

权之便将乡民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来获取实际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不断替代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

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侵犯的‘保护型经纪’。”②由此，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民间精英的质量急

遽退化与异化，很多土豪恶霸跃居乡村治理的中心，乡村社会的稳定根基逐渐瓦解，成为除了宏观经济

政治因素外，乡村治理危机的重要根源。

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危机，其次表现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传统社会的整合是在国家、乡绅与民众

三层互动结构中，通过乡绅治理而实现地方自治的，乡绅治理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为地方谋取福利而赢得

的威望。“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绅士是封建社会的主干力量，尤其在地方社会中，绅士阶层居于不可动

摇的统治中心。”③伴随着清末“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

替，进而打破“县政绅治”的格局。为了应对帝国危机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国家加紧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和资源的掠夺，并开始将政治权力延伸、下沉到乡村。在社会的急剧变迁中，民国初年乡绅阶层分化严

重，德才识兼备者越来越少，土豪劣绅越来越多。“一般乡绅不再愿意担任乡保，一些洁身自好的人唯恐

避之不及；靠土地发家致富或经商致富的地主根本没有心思从政；那些出身高贵的知识精英也不屑于处

理农村职务，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逐高官阶位上。”④一些旧的乡村精英乘势摇身一变，便成为国家体

制委任的新的乡村精英，乡村公职成为土豪劣绅谋利的手段。因此，利用职权之便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

的对象来获取实际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不断取代“保护型经纪”（即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

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并开始占据乡村社会权力的中心。原本由乡绅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治理，变成单纯由国家联合土豪劣绅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即传统社会赖

以良性运行的“双轨政治”变成僵化的、自上而下整合过程的“单轨政治”。

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危机，还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现代化过

程的拉动，根本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文化和政治地位，并使其法定地处于经济上附庸和被牺牲的境地。”⑤

不论清末朝廷还是民国政府，都竭尽全力地推行保甲制，加紧对乡村社会及其资源的控制和掠夺，以回

应日趋严重的帝国危机和工业化浪潮的荡涤。在国家权力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过程中，政府

除了横征暴敛外，还不断地向农村摊款，因此国家税收汲取能力上大大增强。然而，国家在乡村的制度

型权力始终未能建构起来，“代表国家权力的管辖权和规则既没有建立，也没有通过机构的设置贯彻下

去，国家并没有改造地方权威的管制原则或取代它的管制权力，从而将地方社会纳入国家规则的治理范

围中”⑥。换言之，国家对乡村的渗透与控制，仅仅表现为建立了一套形式上的官僚化机构，并未真正转

变为实实在在的制度性权力。针对国家实际渗透基层社会能力软弱、国家税收汲取能力大大增强的悖

①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甘肃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77 页。

②［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③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④苏海新、吴家庆：《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⑤张鸣：《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⑥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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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现象，杜赞奇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解释，他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无政

府状态是同时发生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

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的实现了。”①因此，清末民初时期政权建设的最大问题在于，基层官僚

机构缺少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文化网络的支撑。实际上，“民国初期的地方政府既非国家代理人，也非乡

村社会利益代表者，它已经演化为嵌入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寄生政权’”②。地方政府拥有自身独特

的利益，更多的赋税资源被基层组织及其“赢利型经纪”中饱私囊了，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利

益，并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如此，“国家治理危机的加剧和乡村社会的不断衰

败并存”③，也就在所难免了。

面对乡村治理的危机，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曾发起了复兴乡村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梁漱溟在

河南尝试“村治”、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等。由于当时乡村社会状况、日本帝国主义入

侵的迫近，以及国家治理乡村的“赢利型经纪”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民国的知识分子尝试依靠发展农村教

育的“乡村改造运动”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国家和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危机，呼

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民众，精准把脉了乡村治理危机

症候的病理，发动了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农民革命，完成了对民国政权的致

命一击，使乡村社会秩序得以重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①［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②陈仲元：《国家、地方政府、乡绅与乡村秩序——以民国初年微山湖地区“垦务公司事件”为例》，《中国矿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③黄杰：《耦合治理结构与大国治理：对“双轨政治”的重温和拓展性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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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中叶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河南作为当时最重要粮食生产中心，扩大小

麦等更具商品价值粮食的种植，改变传统小农生产中以自足为主要目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开始由市场

来决定种植结构。明清河南由小麦等更具市场价值作物取代原来以粟为主体的粮食结构，粮食生产商

品化促使在不同区域中形成以交易和运输等为主业的集镇，集镇经济快速发展。河南地区集镇的数量

在明清时期有了快速的增长，集镇规模也迅速扩大，其在区域社会中的功能不再仅仅是一个“交易市场”

的地位，更多时候是作为区域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吸引区域中的人口纳入到集镇社会的发展

中，带动区域城镇化的进程，当然这种城镇化还是一种发展较为低层次的城镇化。同时单纯以商贸为主

业，缺乏生产性行业支撑的明清河南集镇经济，在清末随着传统粮食运输方式的改变，以及传统粮食种

植经济的解体逐渐的转向衰落，集镇城镇化进程也缓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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